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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attitude toward rational choice in sociology has changed from refusal , introduction to

acknowledgement.The research on rational choice is always the core of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ed since 1970' s.Only by taking rational choice research , rather than social network research , as

a starting point , could people understand and hold the theoretical substance of New Economic Sociology .

Although New EconomicSociology has extended the field of theoretical view on rational choice , with many

non-economic factor' s entry into the view of rational choice which does not satisfy computation , the

principle of comput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maximum on instrumental reason or object reason have

nothing changed since then , which directly lead to the error of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which economic

sociology explore rational choice.

　　1994年 ,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 ,布劳(Peter M.Blau)、古德(William J.Goode)、哈勃(Joan Huber)、瑞利

(Matilda White Riley)、苏特(James F.Short)和荣格(Dennis H.Wroog)等6位著名社会家 ,以“理性选择与社

会学”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讨论。他们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概念 、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

原则与方法 、理性选择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 、当代社会学在理性选择研究方面的新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内

容丰富的争论。这 6位社会学家中有 5位曾经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 ,在美国社会学界具有很重要的

学术地位 ,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反响。1997年 ,美国权威社会学专业杂志《美国社会学家》 ,把这 6

位社会学家的论文编辑为一个专刊号发表 ,美国社会学会理性选择部主席海科特(Michael Hechter)为这

6篇论文发表了评论 ,他认为这 6篇论文的发表 ,标志着理性选择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发生了里程碑

式的变化 ,社会学对理性选择研究的态度将由简单拒斥转向一种深刻的反思与建构 。

一 、社会学对理性选择研究的拒斥与认同

这6位社会学家关于在社会学中引入理性选择理论有不同的见解 ,布劳坚决反对把理性选择研究

引入社会学 ,他指出:“社会学的中心任务不是解释个体行为(individual behaviour),而是解释社会环境的

结构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变迁”(Blau ,1997)。理性选择理论的任务是揭示个体怎样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选择行为 ,因此它不是社会学的任务 ,社会学只有把这种关于个体怎样行为的问题留给其他学科去研

究 ,才能保持自己的学科特点 ,完成自己的使命。

布劳对理性选择的排斥 ,是在维护由涂尔干确立 、并由大多数社会学家坚持的社会学原则 。涂尔干

曾经反复强调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客观的物 ,社会事实制约着个

体行为 ,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 ,不能用个体的行为去解释它的实质与功能(迪尔凯姆 ,1997)。正是这种

严格的“社会学主义” ,在社会学奠基之时就把理性选择明确地拒斥于门外 。

虽然韦伯认为涂尔干确立的原则是片面的 ,主张社会学应当把人及其行为纳入自己的视野 ,而不能

仅仅研究诸如社会比率 、社会事实这些概念本身 ,但是 ,韦伯社会学理论的注意力仍然不是在个体行为

上 ,他注意的是个体在主观意愿上发生联系而形成的社会行动。并且 ,韦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社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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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他视野中的工具理性行动 、价值理性行动 、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都不是指个体行为 ,而是行动者们主

观意愿发生联系的社会行动。因此 ,韦伯在概括各种行动类型之后 ,不再进一步解释个体行为的动机 、

目的 、手段 、策略模式和选择方式 ,而是研究在这些行动类型基础上的权威类型和社会管理模式 。就此

而言 ,作为社会学家 ,韦伯虽然提出了社会学不能忽视个体行为的主张 ,但是他仍然在社会的层面上开

展对人们的行为(确切说是社会行动)的研究 。虽然韦伯也论述了个体行为 ,但不是在社会学范畴之内

开展的讨论 ,而是在经济学范畴里论述了个体的选择行为(韦伯 ,1997)。

帕森斯把涂尔干的结构论与韦伯的行动论综合进自己的结构功能论之中 ,其结果是进一步在社会

学的视野中排除了理性选择研究。产生这种理论结果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帕森斯仍然在

类型学的意义上讨论人们的行动模式 ,而不是在个体的选择活动中开展研究;其二 ,在社会系统论中 ,帕

森斯把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看作两个独立并存的系统 ,这种划分的结果导致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有

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 ,两个学科可以互不相关地开展自己的研究 。于是 ,把理性选择从社会学中排斥出

去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可见 ,布劳反对把理性选择纳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同经典社会学排斥个体行为研究的原则一脉相

承。然而 ,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个原则 ,在当代社会学中已经明显乏力 。当布劳竭力维护

社会学只能研究社会层面上的问题 ,而不去理睬个体行为问题的原则时 ,不仅他自己受到了古德 、哈勃 、

瑞利和苏特等人的责难 ,而且涂尔干和帕森斯等经典社会学家也遭到了他们的批评 。古德认为 ,尽管很

多社会学家在不断地把理性选择研究从社会学的视野中排斥出去 ,但是社会学家们不仅从来也没有脱

离理性思维 ,而且理性选择问题也从来没有从社会学的视野中消失。因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 ,社会学

家们都承认人的社会行为是有目的的行为 ,而有目的的行为就一定包含有指向的选择 ,当社会学家研究

人们的目的行为时 ,其实质也就是在研究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古德指出:“推理的方式是这样深刻地

缠绕在人们的头脑中 ,以致于我们无意识地把它运用到过程与事件的研究之中”(Goode ,1997)。

哈勃更为坚定地指出 ,社会学不应当否定理性选择理论 ,否则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将无

法确立自己的理论核心。在哈勃看来 ,社会学面对人们的目的行为 ,应当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开展对具有

选择性的目的行为的研究 ,否则社会学研究将放弃最基本的社会现象 ,并转而失去中心 ,流于空疏 。当

然 ,社会学应当保持自身与经济学不同的学科特点 ,而不应当简单跟随或模仿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的研

究。哈勃指出:“对于理性选择理论 ,我不是在经济学的典型形式上而言 ,即不是在如何制约人们效益最

大化的形式的细节上去谈理性选择理论 ,而是基于有目的和有意识的选择行为的假设来讨论它 。目的

行动的模式 ,假定人类的行动是被目的指导的 ,目的行动的模式是关于人们在他们已有的价值观念和信

念基础上开展选择的方式的理论。在社会学中的这种明确的模式 ,最初发生于人际关系和小群体的分

析中 ,并且可以被应用到更广阔的层面上”(Huber ,1997)。

古德和哈勃再次提出了社会学长期为之困扰的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由涂尔干创立的

整体主义方法论 ,虽然得到了许多社会家的认同 ,个人行为和个人心理因此而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学视野

之外 ,但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来也没有远离社会学。因为正如社会唯名论所言 ,离开了个人的存

在与行为 ,社会不过是一个空壳 ,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抽象层面 ,社会学也就无法实现

其面向经验事实 、开展实证研究的理论承诺。

并且 ,更为重要的是 ,社会学始终都把社会理性化作为自己的追求 ,然而 ,要想实现社会理性化又怎

能不研究人们的行为 ?正因如此 ,当涂尔干把社会学的宗旨确定为实现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时 ,他也没有

真正排除对个人行为的研究。在谈到社会学研究的宗旨时 ,他一方面公开声明社会学不研究个人行为 ,

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地提出了研究个人行为的任务。涂尔干指出:“实际上 ,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把科学

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 ,即让人们看到 ,把人们过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 ,再经过理性的

加工 ,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 ,人们所说我的实证主义 ,不外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一

个结果。”(迪尔凯姆 ,1997)这里 ,涂尔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 ,社会学的宗旨就是把理性主义的原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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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们行为的准则 ,也就是说 ,个人的行为不仅不能从社会学的视野里排斥出去 ,而且是社会学应当关

注的核心 。

哈勃认为 ,社会学中关于理性选择行为的研究开始于霍曼斯关于小群体交换行为的研究 ,而到了科

尔曼 1990年发表《社会理论的基础》时 ,社会学中的这方面研究已经在一个比较广泛的层面上展开 。确

如哈勃所言 ,霍曼斯在研究小群体中的交换行为时 ,把经济学的经济人的理性原则引入社会学 ,认为人

们在交往行为中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选择目标的 ,人们的交往过程实质上是利益的交换过程 。因此 ,霍

曼斯用成本与报酬 、惩罚与强化 、数量与价值 、投资与分配等一系列经济学术语来讨论交往过程中的问

题。在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中 ,表明理性选择研究已经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学的殿堂 。尽管

科尔曼一再声明 ,他采用的方法是与经济学有区别的“系统的内部分析” ,这种分析要通过对个体 、资源 、

制度和组织等系统的各种因素开展综合分析 ,然后达到对社会系统运行方式或运行模式的把握 。但是

无论如何 ,科尔曼的研究基点是个体的有选择的目的行为 ,其实就是比经济人的经济选择行为宽泛一些

的理性选择行为 。

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的开篇就声明:“许多社会研究把个人行为作为解释重点 ,因而背离了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应当是揭示社会系统的活动”(科尔曼 ,1999)。这里似乎在

坚持经典社会学的原则 ,但是进一步的论述就表明了科尔曼同经典社会学的原则区别 。科尔曼进一步

指出:“系统包括不同的组成部分 ,从水平上分析 ,它们低于系统 。例如 ,个人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 ,制

度或亚群体也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所有的例子中 ,都可以发现分析所涉及到低于系统的水平 ,用系统

组成部分的行为解释系统的行为”(科尔曼 ,1999)。这种解释最基本的是用个人的行为解释系统的行

为 ,所以 ,科尔曼又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个人水平的行动理论”。

“个人的行动理论” ,或者“系统的内部分析理论” ,其目的是通过个人的目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的系统

运动 ,而其实质就是要回答个人行动和系统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尔曼指出:“本书理论强调的基本

问题是人与社会作为两个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个人行动系统和社会行动系统)怎样共存”(科

尔曼 ,1999)。由于个人行动是揭示社会系统行动的出发点 ,如何界定个人行动就具有基础的意义。科

尔曼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 ,他非常清楚地讨论了个人行动的含义。

科尔曼界定的个人行动有三个最基本的含义:即目的性 、合理性和效益最大化追求 。他还指出 ,这种个

人行动概念是从经济学中借用而来 ,它不仅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而且也是社会学理论的基础 。可见 ,

科尔曼已经把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移作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 ,经济学理性选择的方法原则由此也成为社

会学的方法原则 。

霍曼斯和科尔曼把经济学的理性人和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引入了社会学之中 ,不仅为社会学解

决个人与社会 、微观与宏观的矛盾提供了新思路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学同经济学开展对话 、形成

共同视点开辟了新途径。正是基于这一点 ,许多西方学者在讨论 20 世纪 70 年代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

与发展时 ,都要充分肯定霍曼斯和科尔曼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的贡献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没有

看到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对经济社会学产生与发展的意义 ,而是强调格兰诺维特从嵌入论的角度

研究社会网络对新经济社会学的创立与发展的基础作用。

事实上 ,格兰诺维特在 20世纪70年代初开展的社会网络研究 ,其实质也是把理性选择行为引入社

会学的研究视野 。1973年 ,格兰诺维特发表了论文《弱关系的力量》 ,在这篇被西方学者称为新经济社

会学奠基的文献中 ,格兰诺维特以个人求职行为为研究对象 ,揭示了具有异质性特点的网络关系力量。

求职行为是一种个人在社会网络关系中展开的选择行为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 ,这是一种涉及到人的各

方面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行为 ,因此人们开展求职行为时需要更为复杂的计算分析和逻辑推论。

所以 ,求职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格兰诺维特讨论求职行为与社会网络的关系 ,也就是在讨

论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的关系 ,只不过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人际之间的网络关系。从这个

意义上讲 ,如果格兰诺维特开创了新经济社会学的新篇章 ,那么他也是通过把理性选择研究引入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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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做出这种贡献的。

二 、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

承认把理性选择放到社会结构 、社会网络或社会系统中开展研究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起点与基

础 ,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理性选择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正

是围绕这个核心 ,经济学建立了关于经济行为的实质与特征 ,经济行为的动机 、手段 、方式 ,开展经济行

为的条件 、环境 、限制 ,以及人们在开展经济行为时的组织形式 、制度关系和效益模式等十分丰富的理

论。也正是在十分充实的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 ,经济学雄心勃勃地向其他学科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张。

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主将 ,贝克尔用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模式来揭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

他毫不保留地宣布:“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 ,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

生产和消费结构 ,仅此而已(即传统经济学);到了第二阶段 ,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 ,

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 ,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 。经济学

的特点在于 ,它研究问题的本质 ,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 。因此 ,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

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 ,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 ,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

究”(贝克尔 ,1995)。

从贝克尔的宣称可以看出 ,当代经济学之所以敢于向人类生活各种领域扩张 ,在于它认为自己已经

进入一个可以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新阶段 ,而经济学用以研究人类全部行为的方法是以理性选择分析

模式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分析方法。如果承认新经济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对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

帝国主义扩张的回应 ,那么只有从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主攻方向 、基本内容与方法原则来理解新经济

社会学 ,才能真正抓住它的问题实质与理论得失。

如果把霍曼斯 、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的研究联系起来考察 ,可以看到新经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一

条演化线索 ,这条线索的核心就是把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引入社会学。在霍曼斯那里 ,人们的交往行

为被等同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格兰诺维特则坚持求职等社会行为也是理性选择行

为 ,但是在这里 ,理性选择的对象和活动领域都已经开始扩大 ,即理性选择的目标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 ,

还包括职业 、社会地位和声望等等 ,理性选择行为也从市场领域走向比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之中;科

尔曼的理论构架更进一步扩展 ,因为他明确地提出要研究社会的微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之间的关系 ,所以

在他的理论构架中 ,能够看到比格兰诺维特在求职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更为丰富的理论内容 ,人力资

源 、社会资本 、组织制度 、权力关系等等社会构成因素都是科尔曼考察的内容 ,但是无论他的理论场面有

多么宏阔 ,其核心一直是理性选择理论 。可以用一个外延图来说明他们三人的理论的联系(见下图):

从霍曼斯 、格兰诺维特到科尔曼 ,虽然理论展开的外

延在不断扩大 ,纳入其中的社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 ,但是

理论的核心没有改变 ,仍然是理性选择理论。就此而言 ,

并不像国内外某些学者理解的那样 ,新经济社会学产生

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与核心理论是嵌入说和社会网络论

(朱国宏主编 ,1999;张其仔 ,2001)。应当说 ,不仅新经济

社会学的核心是理性选择理论 ,而且它的起点 、基础也是理性选择理论 。总之 ,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

发展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同 ,或者说是把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引入对社会关系或社会系统的研究。

就此而言 ,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并非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抵制 ,而是对经济学以理性选择理

论向其他学科特别是向社会学领域扩张的响应。

一般说来 ,一些学者在讨论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时 ,注重的是新经济社会学同经济学的区

别 ,强调的是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抵制 。并由此而把嵌入说看成新经济社会学的理

论基础 ,而把社会网的研究看成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嵌入说不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创造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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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兰尼为代表的老经济社会学那里而来的理论继承 。以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社

会学 ,有不同于老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起点或新的理论基础 ,即理性选择理论 。波兰尼在其文献中也讨论

了理性选择行为 ,但是他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行为与社会条件何为基础的实体论关系的追问上;而新经

济社会学像贝克尔所宣称的那样 ,直接追问问题的实质内容 ,即经济行为在社会结构中是怎样运行的?

是把理性选择行为作为一种既成事实 ,考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展开形态与运行过程 。

至于社会网的研究更不能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创新性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 ,社会网理论建立于

20世纪初人类学的研究中 。在新经济社会学中 ,社会网理论虽然有了进一步的充实与展开 ,但无论如

何构不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不可否认 ,在社会学视野里开展社会网研究是当代社会学的一个

新变化 ,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使古典社会学开始的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具体化了。社会网络研究引入

之后 ,社会学家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了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中的资源 。这一点确实给社会学带来了新的

生机 ,但是 ,在新经济社会学中 ,如果不把社会网理论同理性选择研究联系起来 ,不仅难以把具体的经济

行为放到现实的具体生活过程中考察 ,更重要的是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无法把握到真实的经济活动过

程 ,新经济社会学既不能呈现新的形式 ,也不能称其为经济的社会学 。

不是从嵌入论和社会网理论的角度 ,而是从对理性选择研究的引入来看待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

发展 ,其重要意义还在于突破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限制。应当承认 ,嵌入性与社会网络关系 ,在

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都是实际存在的 ,对经济生活中的嵌入性与网络关系的研究理应是经济社会学的必

要内容 ,但是在用理性选择的原则与方法向社会学的领域大举进攻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面前 ,如果经

济社会学仅仅固守嵌入说和社会网的研究 ,那么将会失去进一步展开的广阔空间和有利的发展机遇。

肯定理性选择研究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 ,也就肯定了当代社会学对传统社会学的理论与

方法的超越。因为 ,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绝不仅仅是社会学出现了一个新分支学科 ,更重要的是它表明

社会学突破了抽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 ,开始把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同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统一起来研

究。这不仅使社会学能够面向真实的经验现实 ,既看到社会结构中的个人选择行为 ,也看到限制着个人

选择行为的社会结构;而且还使社会学与取得辉煌成就的经济学共同面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经

济生活 ,进而开展深入具体和广泛丰富的对话 ,摆脱困扰社会学多年的边缘化困境。

三 、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视野扩展

虽然社会学引入理性选择研究是对经济学扩张的响应 ,表明社会学在这一核心问题上认同了经济

学的方法原则 ,但是 ,这不意味着社会学完全被动地模仿经济学开展理性选择研究。在社会学的视野

里 ,理性选择研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重要的变化是从经济学的微观研究走向了微观与宏观结合的

研究 。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都对这个转变作了深入地论述 ,并且将之解释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宗旨。

在1973年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 ,格兰诺维特开篇就宣布:“当前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缺

欠是没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把微观层次的互动与宏观层次的互动的模式联系起来”(格兰诺维特 ,

1998)。后来在 1974年发表的著作《求职》(Getting A Job)中 ,格兰诺维特又不断地强调了这个理论宗旨。

在他看来 ,社会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社会流动 、社区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 ,但是

由于涂尔干和帕森斯等人的影响 ,社会学在微观层面上的研究不仅是有限的 ,甚至有排斥微观层面研究

的消极现象 。他把求职行为放到社会网络关系中加以研究 ,其实质就是要揭示微观的个人选择行为在

宏观的社会结构中怎样展开 ,其目的是要回答“微观与宏观是怎样联系起来的”(Granovette ,1974)。

科尔曼认为不仅社会学而且经济学也未能解决微观和宏观两种层面研究的联系问题 ,他指出:“以

低于系统水平上的行动和倾向性为基础揭示系统行为 ,存在着一个主要问题 。这是从较低水平移动至

系统水平的问题 。这个问题被称为微观到宏观的转变问题 ,它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着”(科尔曼 ,

1999)。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科尔曼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 ,扩大合理性与效益两个基本概念 ,即把“经济

人”的合理性扩大为“理性人”的合理性 ,把经济行为追求的经济效益扩大为在各种社会行动中都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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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不同内容的广义的效益;其二 ,把理性选择行为放到社会系统中考察 ,理性选择行为由此而进入十

分复杂的社会系统中 ,并且不得不面临各种社会关系或社会因素的制约。

“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它把在现实生活中追逐经济利益的人及其行为抽象化了 。事

实上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逐经济利益的行为不是单纯的 ,总是要受到道德伦理 、风俗习惯 、文化传统 、

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仅仅追逐经济利益 、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只能是一种在抽象条件中

才能成立的理想状态 。为了克服“经济人”假设的抽象性 ,科尔曼把理性选理论的“经济人”转变为“理性

人” 。在科尔曼的论述中 ,“理性人”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而且顾及权利 、地位 、声望 、信任和评价等

等“非经济因素” ,并且 ,这些“非经济因素”也是“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和内容。

可以说 ,科尔曼所讲的“理性人”实质上就是社会人。不过科尔曼并未把个体形态上的理性选择主

体称为社会人 ,其原因在于:避免因为肯定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受社会条件的限制而否定选择的能动性。

帕森斯从人的社会性来讨论社会行动模式 ,在他的行为功能模式理论中 ,人在各种社会规范的限制中存

在 ,人只能按照社会规范采取行动 ,因此而忽视了人在社会行动中的选择能力和选择主动性。科尔曼为

了克服帕森斯的局限 ,不使用社会人这个概念 ,但这并不能掩盖“理性人”的内涵实质上就是社会人 。

由于“理性人”实质上是社会人 ,所以理性选择行为的进一步研究就一定要在社会层面上展开 。展

开的第一步是:理性选择不仅是个体行为 ,更重要的是个体之间的互动。科尔曼说:“最简单的行动系统

是两个人交换资源”(科尔曼 ,1999), “由于行动过程中只有一个行动者 ,所以这种行动不具有社会意义

(除非他的行动影响他人)。为此 ,这里不予考虑”(科尔曼 ,1999)。这里更明确地表明 ,科尔曼在社会的

意义上讨论理性选择行为 ,而不具备社会意义的个体行为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强调理性选择行为的个体互动性 ,不仅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理性选择的特点 ,而且也是对经济学博弈

论的借鉴 。当然 ,也可以说博弈论的出现是经济学理论扩张 、特别是向社会学领域扩张的进一步表现。

博弈论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把理性选择行为理解为单独个体行为的观点 ,认为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都是

选择者之间的互动。不过 ,科尔曼对博弈论的借鉴是有限的 ,他仅仅吸收了博弈论的互动论观点 ,但没

有接受互动论关于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交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 ,是一种相对的均衡 ,而不是利益最大化的

结果 。科尔曼仍然把利益最大化作为理性选择的追求目标和理想结果。

研究个体之间的互动行为 ,是科尔曼研究社会系统行为的一个环节 ,在这个环节之上是关于法人行

动(corporate action)的研究。法人行动亦是团体行动 ,研究这个层面上的理性选择行为具有十分具体的

社会学意义 。如果说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那么能把这个关系在一个具体

而现实的层面上展开的形式就是科尔曼所说的法人 ,或者说是团体与组织 。单纯的个人和宏观层面上

的社会相对于法人 、团体和组织而言都是抽象的。而在法人行为 、团体和组织形式之中 ,却可以看到具

体的个人和社会的具体形式。

研究法人的选择行为 ,还可以使社会学从组织管理和制度主义经济学等方面进一步扩展同经济学

的对话 ,吸收经济学在这些方面的新成果 。格兰诺维特曾经遗憾地指出:20世纪 40-60年代 ,霍曼斯 、

怀特(Whyte)和达尔顿(Dalton)等人在工业社会学(industrial sociology)方面曾经取得丰硕的成果 ,社会学

对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但是由于帕森斯把经济现象看作社会系统中的一个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系统 ,引导社会学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系统 ,对经济现象的关注趋于淡

化 ,那个时期的工业社会学研究最终转变成更一般的组织研究。就此而言 ,科尔曼提出法人的理性选择

研究 ,等于把曾经是社会学重要内容的企业研究或工业社会学研究重新纳入自己的视野 。

组织研究在近 20多年取得了丰富成果 ,已经成为在经济学 、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十分显要的

亮点 。组织研究不仅涉及到企业管理 、社团管理等方面内容 ,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制度研究。在经济学

中 ,制度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 ,从 1899年凡伯伦发表《有闲阶级论》以来 ,一百多年的时间 ,

经济学中发表了大量关于制度问题的研究文献 ,并形成了老制度主义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尤其是

新制度主义学派在当代经济学中开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层面 ,其中令人瞩目的是制度与组织问题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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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各种研究成果 。科尔曼在社会学中提出开展法人行动研究 ,其中包括了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组织

研究 ,于是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也必然对科尔曼产生深刻影响。

把理性选择同组织与制度联系起来研究 ,也可以看作是把个人行为放到社会化过程中去考察 。米

德曾经从学习的角度讨论人的社会化过程 ,而当他谈到人在社会关系中概念化自我时 ,实质上已经在论

述组织和制度在社会化中的关键作用。荣格认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一个突出的缺欠是忽视了社会

化的作用 ,他指出:“全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缺欠是他们忽视了社会化过程 。”由于忽视了社会化在选

择行为中的作用 ,经济学勾画了“在自我利益同他人利益以及社会规范之间的人造的差别”(Wroog ,

1997)。这就是说 ,如果考虑到所有的人都一定要经过社会化过程 ,或者说每一个人都一定不可选择地

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 ,各种社会因素都是人开展选择行为时不可摆脱的条件或限制 ,

那么就会发现人们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仅仅考虑自己的私利 ,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一定要考

虑到他人的利益和社会规范。由于组织和制度既是人们社会化的产物 ,又是迫使人们必须接受社会化

的制约因素 ,所以 ,把理性选择行为同组织与制度联系起来 ,充分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理性选择与经济学

的不同特点。

四 、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方法错位

理性选择研究进入社会学视野之后 ,关于它的理论视域实现了丰富的扩展 ,大量在传统经济学看来

是非经济的因素甚至是非理性的因素进入了理性选择的研究领域。从逻辑上看 ,如果理论视域和其中

展开的研究对象发生变化 ,那么研究方法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一些社会学家

仍然沿袭着传统经济学确立的经济理性的研究方法 ,去研究那些远远超出传统经济学视野的复杂内容。

其结果是 ,理性选择的研究对象与其研究方法之间产生了严重错位 ,而这种方法错位在科尔曼那里表现

得最明显 。

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 ,科尔曼宣布:“在本书应用的个人行动理论中 ,没有任何概念比有目的的行

动更为必不可少 。然而 ,为表达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 ,还需要一个更精确的概念 。因此 ,本书将借用经

济学中`合理性' 这一概念 。在经济理论中 ,这一概念构成了理性行动者的基础”(科尔曼 , 1999)。为了

对目的合理性行动开展有效的研究 ,科尔曼还强调要坚持效益最大化原则 。在他看来 ,坚持用效益最大

化原则说明目的行动 ,既可以提高理论的预测能力 ,也可以保持理论的简捷性。

十分明显 ,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目的行动也就是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韦伯曾经深入地

讨论了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在《经济与社会》中 ,韦伯把经济行动界定为以经济效益为目的

的理性选择 ,目的性 、合理性与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经济行为的三个基本特征 。由于经济行动往往都是同

其他社会行动一起发生的 ,或者说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往往伴随着对其他目标的追求 ,经济效益目标

在行动中的地位也因其他目标的卷入而发生变化 。当经济效益是最高目标时 ,行动者要以最小的成本

获取最大的效益 ,即效益最大化原则。而效益最大化只有在计算中才能明确和实现 ,所以效益最大化原

则同计算原则是不可分离的。

计算是最典型的逻辑形式 ,韦伯根据是否引入计算和逻辑分析而划分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 。韦

伯指出:“一种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程度 。相反 ,实

质上的合理 ,应该是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 ,从曾经 、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不

管方式如何)价值的基本要求的立场看 ,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不管其界限如何)的程度 。这

些基本要求含义是极为模糊的”(韦伯 ,1997)。韦伯关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这种界定 ,是对理性选

择行为的意识活动的计算形式 、计算程度和选择行为追求目标的实现程度两个方面做出的界定。

韦伯的界定十分明确 ,形式理性就是指理性选择中的意识活动形式应当是计算的 。计算有几个最

基本的特点或内容:量化 、符号化 、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韦伯以货币为例说明形式理性:“纯粹从技术

上看 ,货币是`最完善的' 经济计算手段 ,也就是说 ,经济行为取向的形式上最合理的手段”(韦伯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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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可以用数字表示 ,它本身作为商品的符号 ,可以用它来对复杂的经济运行过程进行推论与计算 ,并

对未来的效益结果做出评估与预测 ,因此 ,韦伯称之为形式上最合理的手段 。

实质理性是就理性选择行为的内容而言 ,具体说是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同形式理

性相比 ,实质理性的表现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因为它并未表现出清晰的形式 ,所以韦伯说:“它仅仅

说明这个共同点:观察并不满足于纯粹在形式上可以(相对)明确指出的这一事实 ,即用技术上尽可能适

当的手段 ,目的合乎理性地计算出来 ,而是要提出伦理的 、政治的 、功利主义的 、享乐主义的 、等级的 、平

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 ,并以此用价值合乎理性或者在实质上目的合乎理性的观点来衡量 ———

哪怕形式上还是十分合理的即可以计算的———经济行为的结果”(韦伯 ,1997)。

从韦伯的论述可以看出 ,实质理性也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原则或根据 ,也表现为一定的可以计算的技

术形式 ,但是它与形式理性不同 ,它不仅仅以形式上的计算为根据 ,还要从伦理 、政治 、享乐 、等级 、平均

主义等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对经济行为提出要求 ,也就是说 ,在实质理性支配下的经济行为 ,同时受到了

这些非经济因素的制约 ,实质理性中包含了非经济的原则。因此 ,实质理性包容了指向理想目标的价值

理性 ,降低了计算 、推论等技术形式在经济行为中的地位。实质理性注重的是“经济行动的结果” 。

韦伯关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论述是对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理论的深化 ,从韦伯的上述论述不

难发现 ,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原则不是不受条件限制随意可以扩及任何领域的 ,特别是效益最大化原

则和计算原则仅仅是在经济利益作为最高追求甚至惟一追求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 ,并且效益最大化和

选择意识的计算形式化是不可分的 。那些与价值理性 、传统 、习惯和情感因素纠缠在一起的选择行为 ,

不仅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被各种非经济因素湮没 ,而且计算形式也被传统习惯 、政治理想甚至宗教情感

排除 。

令人遗憾的是 ,后人仅仅利用韦伯的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概念 ,却未注意韦伯关于形式理性和实质

理性的讨论 ,以至不受限制地任意扩展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适用范围。科尔曼就是未加限制地把目

的理性扩展到经济行为以外的社会行为上 ,即从微观的经济行为研究扩及宏观的社会系统研究 。虽然

科尔曼对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作了一些改动 ,即把经济人改为理性人 ,把经济效益变成包含声望 、地位 、道

德和伦理等方面内容广义的效益 ,然而 ,效益最大化原则没有改变 ,并且与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有内在

联系的计算原则也没有改变。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 ,因为效益最大化只有在经济利益上才可以明确地

界定 ,并进而开展模式计算 ,而在社会声望 、社会地位 、道德伦理等非经济因素上 ,效益最大化不仅是模

糊不确定的 ,并且也是不可计算的 。因此 ,科尔曼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主张计算那些无法计算的非经济

因素的效益 ,实质上是制造了一种研究方法不适用于研究对象的方法错位 。

这种方法错位在其他社会学家关于理性选择的研究中也经常表现出来 。马尔科姆·沃斯特认为 ,韦

伯界定的工具理性行动(亦即科尔曼的目的理性行动)的原则 ,适用于解释价值理性行动 、传统行动和情

感行动 ,他指出:“通过扩展工具理性的概念 ,使之涵括其他三种类型的行动 ,并因此涵括所有的人类行

动 ,从而来`解决' 韦伯的问题 ,这样也就解决了理解的验证问题 ,因为所有的人类行动都有着同样的意

义 ,假定都是以工具利益最大化为取向的”(沃斯特 ,2000);并且 , “个体持续计算着相对于参与成本的参

与回报 ,因此 ,人类行为被认为是理性的”(沃斯特 , 2000)。看来 ,沃斯特不仅像科尔曼一样展开了宏大

的理论视野 ,而且也同样坚持了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选择的基本原则 ,仍然要用计算原则去追求效益最

大化 。

沃斯特对韦伯问题的解决实在是太简单了 ,他的主张无非是勾销了不同行动类型的区别 ,然后像贝

克尔那样把工具理性原则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 。韦伯对工具理性行动 、价值理性行动 、传统行动

和情感行动四种行动类型的划分 ,目的在于指出不同社会行动有不同的行动根据 ,依据不同根据而展开

的行动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或选择方式 ,以不同的行为方式或选择方式为基础产生了相应的权威类型或

控制模式。概言之 ,韦伯是在差异中考察各种行动类型。尽管韦伯认为工具理性行动或目的理性行动

是人类社会由传统进入现代的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 ,但是韦伯并未认为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按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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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原则行事。

也许坚持一切行为都可以用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原则去分析的人会这样辩解:计算可以作为广

义的分析 、比较 、衡量和盘算去理解 ,并不一定是严格的数学计算。但是 ,即便做出这样的退步 ,计算仍

然是逻辑层面上的思维过程 ,正如韦伯所言 ,价值行动 、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 ,一般是由非逻辑层面上的

信仰 、习惯 、模仿 、情感和本能冲动支配的 ,是无法用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计算原则去分析的 。韦伯

说:目的合理性的行动“既不是情绪的(尤其不是感情的),也不是传统的”;“从目的合理性的立场出发 ,

价值合理性总是非理性的 ,而且它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 ,它就越是非理性

的 ,因为对它来说 ,越是无条件地仅仅考虑行为的固有价值(纯粹的思想意识 、美 、绝对的善 、绝对的义

务),它就越不考虑行为的后果”(韦伯 ,1997)。可见 ,韦伯明确地界定了工具理性行动或目的理性行动

同价值理性行动 、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的界限 ,并清楚地区分了研究四种社会行动的方法原则 。

就此而言 ,在当代社会学追随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 ,热火朝天地把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原则与方

法推及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时 ,确实有必要像韦伯那样对理性选择的适用原则做出深入地思考 ,检查形

式计算和效益最大化这些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的原则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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